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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徇私枉法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主体方面，非司法工作人员在徇私枉法共同犯

罪中只能以从犯身份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其也可单独实施本罪的犯罪行为。二是主观方面，本罪的主观

故意需要用在案的客观证据加以证实。三是客体方面，是否侵犯到国家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秩序是判断构

成本罪与否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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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ime of bending the law for personal gai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in judicial practice: One is the subject aspect, the non-judicial staff in the joint crime of bending the 
law for personal gain can only assum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s an accessory,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carry out the crime of the crime alone. The second is the subjective aspect, the subjective 
nature of this crime knowingly and intentionally needs to be confirmed by objective evidence on 
the record. Third, in terms of the object, whether it infringes on the normal working order of na-
tional judicial organs is one of the elements to judge whether this crime is constituted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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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徇私枉法罪作为渎职犯罪的一种类型，被规定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司法工作

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

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

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尽管徇私枉法罪自 1997
年刑法实施以来就一直存在，但学界对于这项罪名的研究却相对不够充分，据中国知网统计，2012 年至

今的十年间，仅有不足 20 篇论文对徇私枉法罪进行探讨，且大多数研究方向集中在罪数关系、犯罪形态

等法学理论方面，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性不足。尤其是在 2018 年 11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检察官立案

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将徇私枉法罪明确为检察机关负责立案侦查的

十四种罪名之一，对本罪在司法实践层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新时期检察机关侦查权运行质效。为此本

文从实证研究角度着手，重点分析在 2019~2021 年间发生的徇私枉法案件的主体特征、犯罪手段、辩护

人意见等因素，总结司法实践办案经验，为该类案件的今后侦查、审查起诉环节提供理论支撑[1]。 

2. 徇私枉法罪的案件特征 

本文通过北大法律网，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一审法院判决的徇私枉法案件进行

统计，共筛选出有效案例 383 件，其中有罪判决 382 件，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犯罪主体身份。除有 10 件案件未标明主体身份外，372 件徇私枉法案件中的被告人均为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其中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涉案 355 件，占比 95.43%。检察机关工作

人员涉案 10 件，占比 2.82%。审判机关工作人员涉案 7 件，占比 1.97%。 
二是主要犯罪手段。徇私枉法罪的犯罪手段类型较为集中，根据犯罪主体身份不同，可作如下分类：

1)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手段主要包括：a) 有案不受、压案不查；b) 违规将刑事案件转为治安案件，

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c) 篡改、伪造、销毁证据，隐匿罪证；d) 制造虚假自首、立功材料，使他人

减轻或免除处罚。2) 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手段主要包括：a) 对证据确实充分、有再犯罪风险的嫌疑

人不批准逮捕或违规办理取保候审；b) 违规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c) 向公安机关发送检察建议，强令公

安机关撤案；d) 改变犯罪团伙成员主犯、从犯定性，或降档定性。3) 审判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手段主要

包括：a) 对不符合条件的被告人适用缓刑；b) 改变犯罪行为定性，做出轻罪判决[2]。 
三是辩护人意见。在 382 件有效案例中，辩护人提出无罪辩护意见的案件共 18 件，主要可概括为以

下几大类：一是对犯罪主体身份的辩护，认为被告人并非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只是临时聘用人员，不具

备徇私枉法罪的主体要件。二是对犯罪主观方面的辩护，认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故意放纵犯罪，而是办

案水平不高、能力欠缺。三是犯罪客体方面，被告人没有利用自身作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

并未侵害到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上述三种辩护意见共涉及案件 16 件，占无罪辩护案件数的 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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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徇私枉法罪司法实践争议问题探究 

3.1. 犯罪主体方面 

3.1.1. 非司法机关人员与司法机关人员共同犯罪 
【案例一】陈某某原系某厂退休职工，为使涉嫌赌博犯罪的刘某减轻处罚，便找到当地派出所所长

李某商议为刘某寻找立功线索。在得知已被羁押的某另案嫌疑人非法持有枪支后，便将该线索通过律师

传递给刘某。刘某随即进行检举揭发，李某在明知刘某立功线索是非法获取的情况下，仍然出具材料违

规认定了刘某的立功情节，使得刘某得以减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案发后，李某

与陈某某均因涉嫌徇私枉法罪被提起公诉。 
在该起案件中，虽然陈某某的身份并非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但其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李某合谋实施

了徇私枉法行为，对明知是有罪的人故意包庇使他不受追诉，李某作为主犯，陈某某系从犯。尽管无明

确法律规定，但根据我国刑法中关于贪污罪共犯的规定，即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与前两款所

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可推知在徇私枉法罪中，无身份者亦应作为共犯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同时在 2003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司法工作人员是否可以构成徇私枉法罪共犯问题的答复》

中亦明确：非司法工作人员与司法工作人员勾结，共同实施徇私枉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以徇私枉

法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点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并无争议，但其背后的法理问题仍值得探讨，即当

无身份者在徇私枉法罪中作为共犯存在时，能否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成立共同正犯，承担全部责任，亦

或是只能以从犯身份承担部分责任，这关系到无身份者最终的量刑问题。 
本文认为这一问题的判断核心在于徇私枉法罪的实行行为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紧密程度，如

暴力取证犯罪中，行为人在无身份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实施暴力行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干扰正常司法

活动。但如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或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实施犯罪行为的前提是必须具备法官

身份，此时无身份者是不可能作为本罪的共同正犯存在的。遵循该逻辑进行分析，徇私枉法罪中的身份

要件也是构成正犯的核心要素，犯罪行为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密不可分，因此在徇私枉法罪中，无

身份者只能以从犯形式存在，量刑上应当低于主犯。本案中陈某某作为教唆犯，尽管其教唆行为使李某

的犯意从无到有，并完成了犯罪行为，主观恶性较大，具备非难可能性，但受限于陈某某的身份，只能

作为从犯承担责任，量刑上自然要轻于主犯李某。 

3.1.2. 司法机关临时聘用人员犯罪 
【案例二】郑某某原系某派出所协警，工作期间对发现的一起卖淫案件故意不查处，并收受组织卖

淫人员钱款。案发后，郑某某以徇私枉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两个月，缓刑三年。 
根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刑法中所称的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

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及第三款规定“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

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尽管司法机关临时聘用人员并不具备司法工作人

员身份，但依据其职务对社会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如果此时利用职务便利实施徇私枉法行为的，仍应按

照徇私枉法罪定罪量刑[4]。 

3.2. 犯罪主观方面 

【案例三】孙某原系某派出所巡逻队队长，其在工作期间受原派出所副所长魏某指使，将盗窃基站

废旧电池的三名嫌疑人释放(后经立案监督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案发后孙某辩称其作为协勤人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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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受魏某的指挥安排，其自身能力不足，无法判断盗窃旧电池的三人是否构成犯罪，主观上并无徇私

的故意。 
辩称自身能力不足，无法确定行为对象是否涉嫌犯罪，因此作出了有助于相对人脱罪的决定，这是

司法实践中针对“不作为”型徇私枉法罪(即司法工作人员不积极履职，如有案不立、压案不查等)的常见

无罪辩护意见。徇私枉法罪的罪状中用了“两个故意”“两个明知”来强调主观要件，其目的就在于将

因能力不足、工作失误造成的错案排除在本罪之外，限制本罪的惩罚范围。因此如果行为人对相对人的

犯罪事实和证据缺乏足够认知，或者错误地将有罪的人当成无罪的人，那么行为人此时并不具备犯罪故

意，自然也就不构成徇私枉法罪了。因此，针对徇私枉法罪主观方面“故意”“明知”的认定，应当坚

持刑法客观主义立场，从客观要素入手，遵循从客观到主观的逻辑，强化对客观证据的收集、固定、研

判，杜绝“以结果倒推主观”这一片面逻辑，防止落入“客观规则”陷阱[5]。 
一是交往类证据：重点确认行为人与被包庇对象在社会交往关系中是否存在交集，包括双方的工作、

教育、亲属、居住情况及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行车轨迹等。 
二是资金类证据：重点确认双方是否存在不正当资金上的往来，包括调取银行转账、大额取现、电

子支付等记录，如存在，则应要求行为人提供合理解释说明。 
三是表现类证据：重点确认行为人在单位以往的办案情况，查明是否存在同案不同判情况或不正当

履职可能。包括调取案件卷宗、会议记录、部门讨论笔录、审委会或检委会讨论记录等。 

3.3. 犯罪客体方面 

【案例四】程某甲(另案处理)在案发当天私自应同学要求，在未接到真实报案的情况下，带领辅警程

某乙以贩卖高考答案为由将陈某、何某二人抓获，并带回至派出所接受调查。调查期间程某甲指示程某

乙将何某私下释放，并将陈某的赃款据为己有。本案经二审审理，认为程某乙在客观上没有实施徇私枉

法行为，其犯罪事实不能成立，判决认定程某乙无罪。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不符合犯罪客体而判无罪的案件。徇私枉法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司法机关正常活

动秩序，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会破坏社会主义法治，有损司法公信力。而在本案中，虽然程某甲

具有司法工作人员身份，从形式要件上看程某乙与程某甲应当构成徇私枉法罪的共犯。但实际上，程

某甲当天的出警行为是私自行动，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并非代表司法机关正式履行职责，无论是将陈

某、何某二人抓获，还是将二人带回至派出所，都缺乏国家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为程某甲的行为做

背书，最终将何某私自释放的行为也遑论利用司法工作人员职务便利，国家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秩序也并

未遭到破坏，程某甲的行为实质上属于敲诈勒索，因此，听从程某甲指挥安排的程某乙不构成徇私枉法

罪[6]。 

4. 总结 

徇私枉法罪作为检察机关侦查的十四种罪名之一，其在犯罪特征、理论及实践争议上都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对徇私枉法罪的梳理和总结有助于增强检察机关在其他渎职类犯罪案件上的侦查质效和起

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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